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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徽淮河流域上古处于华夏、苗蛮、东夷三大文化圈的“中心位置”，人类长期的

自然活动、人口迁徙等推动三大文化在淮河流域传播融合。夏、商、周及春秋战国在淮河流域

的争夺，使多元、开放、包容的淮河流域文化基因由萌芽、发展，并最终形成。这种基因为安

徽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繁荣注人了强劲的生命力，并在长期的传承发展过程中，为安徽传统音

乐烙上鲜明的“淮上”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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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时期主要有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族系、生活在长江流域的苗蛮族系以及生活在

淮水流域的东夷族系三大部族集团，并形成了华夏、苗蛮、东夷三大各具特色的文化圈。安徽

淮河流域及其西部地区则恰好处于三大文化圈的交界区域，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三

大文化圈文明融合进程中的“中心位置”，从而形成其独特的、富有生命力的、综合的一种文

化生态。 

处于东夷部落集团大背景之中的淮夷土著文化、安徽西部的涂山文化、皋陶南迁氏族文化

……它已经毫不逊色地作为一种“文明的版块”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发祥的版图上。

[I]通过对众多关于淮夷的历史资料的研究，可以从中发现安徽淮河流域文化基因的形成过程

，进而得到作为文化一部分的安徽淮河流域传统音乐的文化遗传密码。 

 

一、人类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推动 

中原、苗蛮、东夷文化基因的传播融合 

文化的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特别是融合并内化为自己文化基因的一部分，更需要一个

漫长而持续的传播、吸收、内化的过程，而人类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则是文化传播、渗透的一

种平和主动的方式。 

（一）舜耕于淮 

《孟子》：“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史记》五帝本纪第一也记载：“舜，冀州

之人也。舜耕历山，鱼雷泽……就时于负夏。”现在淮南市境内有背靠淮水、自寿县起沿淮河

至怀远地区的山脉，名曰大历山，简称历山，又名舜耕山。说明作为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代表人

物，东夷之人贤帝大舜曾在淮河流域耕作、教化民众，他自然也把东夷文化传播到属“九夷”

族群的淮河流域，故留下 “舜耕山”之美称。 

（二）禹治于淮 

中国上古时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特别是黄河、淮河的中下游地区更为严重。禹

的父亲鲸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大禹接替父亲治水，“禹行自冀州始。海岱及淮维

徐州……浮于淮、泅，通于河。”“古禹、皋陶久劳于外……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

淮，四读已修，万民乃有居。”大禹曾经在淮河流域带领人民治理水患，并取得成功。在治水

的过程中，“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成在许。”大

费乃东夷族团首领皋陶之子伯益，皋陶卒，伯益为首。英、六亦在淮河中游、今皖西地区。在

治水过程中，中原华夏族首领大禹和东夷族团首领紧密合作，治水于淮，带动了华夏、东夷文

化在淮河流域的传播与融合。 



《吴越春秋》曾记载，禹三十未娶。……因娶涂山谓之女娇。“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

涂山氏之女也。”“禹曰‘予（辛壬）娶涂山，（辛壬）癸甲，生启予不子……于是天下皆宗

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而淮河一些地区至今仍有辛壬癸甲日婚娶之俗，想必是大禹

治淮之初娶于涂山而留下的风俗。涂山族系之女娇应是淮夷部族中实力较强的淮夷土著涂山氏

之女。涂山联姻不仅使禹得到了淮夷部族的支持而治水成功，更为两大族群的文化交流融合提

供了便利的渠道，把中原文化这一新鲜的“血液”注人到淮河流域的淮夷文化之中。及治水成

，作歌，天下兴九韶声乐，这是淮河流域音乐的源头。 

《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结合禹“娶涂山氏女”，以及

今怀远西南“禹墟”古迹，夏代的历史地图上，古时淮河岸边也只标有“六”和“涂山”两地

名，这里的涂山应是指今怀远县西南淮河之滨的当涂山。“涂山氏为谁？有人认为是徐夷，即

淮夷。……其活动地区主要在泅上到淮上一带。……”伯益曾助禹治水于淮河流域，涂山氏应

该就是当时伯益带领的南迁淮夷部族。“涂山会万国诸侯”则不仅仅是 “华夏”与“东夷”

甚至“部分苗蛮”部族集团对大禹的拥戴，也是一次各种文化在安徽淮河流域的交融、汇聚，

促进淮河流域多元文化基因的形成，为夏王朝的统一打下了文化基础。 

（三）部族迁移 

舜生于诸冯（山东诸城），卒于鸣条（河南开封）。皋陶部族及其封迁到安徽西部的族裔

主要对凤图腾的贡献较为明显。《后汉书・东夷传》也曾记载：武乙衰弊，东夷寝盛，遂分迁

淮夷，渐居中土。迁到淮河流域的南淮夷，在西周时代常常起兵反周。很多史料说明自舜起，

至夏、商、周，东夷都曾向淮河流域迁移过，这种族群迁移带动了文化的迁移，推动东夷文化

在淮河流域传播，并被淮河流域土著文化吸收，融合成为淮河流域文化的部分基因。 

 

二、人类长期的冲突碰撞促使中原、苗蛮、 

东夷文化融合而形成淮河流域的文化基因 

安徽淮河流域地理位置特殊，西控汉水，南与吴、楚、越接壤．东连东夷，北靠中原王室

，故中原王朝必然要控制这一区域，方能控制来自东、南方向的战争威胁。自夏至秦一千多年

的历史证明，淮河流域一直是中原王朝与荆楚、吴越争夺的核心地区。双方旷日持久的、残酷

的征服与掠夺战争带来了人口的大量流动，促使了相互之间的互相学习，加快了东夷、中原、

苗蛮文化之间的传播交流以及各民族的融合，为秦汉以后融合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打下了坚实

的文化基础。 

（一）禹夏王朝以前淮河流域文化基因的萌芽及王朝时期的初步发展 

早在尧舜时期，大禹治水于淮河流域：“海、岱及淮维徐州，淮、沂其义……淮夷蜻珠暨

鱼。”，此时淮河流域已归于中原华夏管理，并缴纳赋税，进贡特产等财物。九泽既破，四海

会同。底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尔雅・释地》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土地定

为上中下三等以定赋税多少。《禹贡》篇中把“五服”具体化：三百里夷……胡渭说：“五千

里内皆供王事，故通谓之服。”因此可知，在夏朝以前淮河流域已经被纳人 “中邦”管辖治

理，接受王者文教而行之，这一时期可谓是淮河流域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而融合发展的萌芽阶

段。 

及至夏王朝奴隶制的建立，淮河流域正式纳人夏中央王朝的统治。《后汉书・东夷传》记

载：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以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莱为暴虐

，诸夷内侵。在夏开国不久的太康时期就开始了与淮河流域的淮夷之间的战争，经过四十余年

征战方由夏少康夺回。据《竹书纪年》载，后相元年，征淮夷，……七年，于夷来宾。用七年

的时间才征服淮夷，取得胜利。而后少康之子“征于东海”，才有 “献其乐舞”。夏代至此

用了十代的努力方征服九夷，真正实现了对淮河流域的控制，“把先进的奴隶制度和文化传到

了当时处于原始社会的九夷，九夷向夏朝交纳贡品、财物，并献上优美的歌舞艺术”。夏朝对

淮夷的战争次数虽然不是非常多，但历时较长，太康、夏莱时期，虽更为残酷，但打破了淮河

流域文化的相对封闭状态，有助于中原文化向淮河流域的传播并逐渐融人。战争的硝烟散尽，

民族（部族）之间的交流、融合仍是淮夷与华夏关系的主流。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淮河流域文化

基因的初步发展阶段。 



（二）殷商王朝与淮夷在淮河流域的反复争夺，推动了淮河流域文化基因进一步发展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往往把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视作正宗，并形成中原文化高于周边文化

的优越意识。这种文化上的排斥造成部族间尖锐的文化冲突，是引发战争冲突的深层文化基础

，反过来，反复的战争冲突又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融合，深化了文化的认同。 

整个殷商时代，王朝与淮河流域的淮夷矛盾始终尖锐而激烈，冲突频繁，规模浩大。“自

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至仲丁以来……诸侯莫朝。”“至于仲丁，兰夷作寇。”（《后

汉书・东夷传》) 在仲丁之前的数百年里，夷人时常攻击王朝，不服管辖，战乱频发。“仲丁

即位，征于兰夷。”(《竹书纪年》）仲丁时，复发动对淮夷征战，诸侯归之。至武乙衰微，

东夷侵盛。及帝乙数度征夷，其子帝辛（商封王）持续对夷大规模战争。《左传》昭公四年载

：商封为黎之冤，东夷叛之。这次近一年的对夷战争虽然以商获胜，并掠夺了淮夷之地大量的

财物，但也让商王朝元气大伤，以至于《左转》昭公十一年中说“封克东夷而陨其身”。 

（三）武周王朝与淮夷的冲突加快了淮河流域文化基因的形成 

关于周王朝与淮夷的战争，史料记载很多，且次数多，时间和规模都很大。“初，管、蔡

叛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汉尚书・大浩・序》：“武王崩，三监以淮夷叛。”成王

继位，“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既细殷命，袭淮夷，归在丰……成王既

伐东夷，息慎来贺。”《史记・鲁周公世家第三》：“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兴师

东伐……宁淮夷东土。”周初期在淮河流域三年大规模的战争为周赢得相对的安定环境，巩固

了对淮河流域的控制，使得人员流动、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其后，穆王时期，淮夷乘穆王西征，“徐夷膺号，及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乃分

东方诸侯命徐惬王主之……告楚，合伐徐。”此次双方大规模在淮河流域的混战直至周联楚伐

徐方取得最终的胜利。及厉王时，厉王无道，淮夷人寇。后王南征，伐南淮尸，伐角。至宣王

，周宣王六年召穆公帅师伐淮夷，王帅师伐徐戎。《诗经・大雅・江汉》：“淮夷来求……告

成于王。”《诗经・大雅・常武》：“不测不克，灌征徐国。……徐方既平，徐方来庭。”歌

颂了王朝在这两次规模巨大的对淮战争的重大胜利。 

纵观整个周王朝，淮夷与周的战争基本上是沿淮河流域进行的，几乎贯穿了整个周王朝，

战争的规模和次数都远远超过夏商两朝，而前期文化融合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则是战争的文化

因素。虽然，淮夷在战争中失败了，但这种持续的碰撞加快了周边先进文化对淮河流域的影响

与融合，为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地区文化的繁荣打下基础，为淮河流域独特文化基因的形成创造

了条件，为秦汉时期的大一统、淮河流域正式融人中华民族提供了文化基础。 

（四）春秋战国的混战至秦朝大一统最终确立了淮河流域文化基因 

虽然经过周之前各种文化在淮河流域的长期传播与碰撞，但尚未完全真正的融合，春秋战

国时期各种碰撞愈发激烈，淮河流域文化终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质的变化，并确立了自己独特的

文化基因。 

经过周王朝时期的征伐，春秋战国时期淮河流域的淮夷实力屠弱，周边各诸侯逐渐强大，

争霸兼并战争频繁，淮河流域依然成为各先进文化集团角逐争霸的核心地区。先秦时期，是淮

河流域战争最为频繁的时期，著名战役总数约占全国同时期的 1/2 以上。齐鲁争霸，鲁禧公发

动对淮夷之战，《诗经・洋水》：“既克淮夷……淮夷卒获。”“楚师宵溃……楚失东夷。”

晋楚争霸，晋吴取淮地。自饵兵会盟后，晋退出淮河流域争夺，公元前 538 年六月，楚于申地

主导会盟，其中，原属吴的淮夷亦与会，“秋七月，楚子以诸侯伐吴……八月甲申，克之。”

此次伐吴，淮夷也参与其中，可见淮夷复归楚。吴楚争霸，在淮河流域的争夺尤其激烈，吴王

夫差曾夺“淮夷地而有之”，并以此为跳板争霸中原。“吴始伐楚……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

之，是以始大”,淮人吴。吴越争霸时，勾践伐昊，越灭吴，复夺淮上，淮复归越，成为地控

江淮的霸主，直至战国中期，楚灭越，淮河流域又归楚地。后秦灭楚并六国，淮河流域终与华

夏族融为一体。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争霸称雄的战争，表面上是征服与掠夺，背后是各种不同文化的冲

突，淮河流域成为核心的交织碰撞区域。在战争冲突的带动下，各种不同文化也进行着深刻的

融汇整合，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淮河流域出现了管仲、老子、庄子

、孔子、孟子等一大批杰出的、集大成的思想家，他们多生于或成就于淮河流域。孔孟的儒家

学派，老庄的道家学派，韩非、李斯的法家学派，墨子的墨家学派都创立于淮河流域，可以说



，淮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摇篮。安徽淮河流域的传统音乐也承袭了这种多元文化的基因

，体现出其独特的融合色彩。 

 

三、安徽淮河流域的文化基因在 

传统音乐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体现 

区域音乐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分支，必然与整个区域文化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不可分隔的

相关性。此相关性同样体现于安徽淮河流域的传统音乐文化之中。虽然在秦之前的历史资料、

典籍的记载中，关于音乐方面的记录较少，但结合现代考古发现的相关资料，依然可以得到淮

河流域传统音乐与其区域文化基因具有同一性的结论。 

华夏部落联盟首领，也是东夷部族首领的太眸、少眸时期，在向淮河流域的迁移过程中曾

把中原、东夷礼乐文化融人到淮夷文化中。曾有记载，活动于安徽淮河中游、六安古国的东夷

部族首领皋陶是吹管乐器的发明者，其兴巫风，善歌舞；而“兴巫风”，则是荆楚文化的显著

特色。考古学家在位于淮河流域上游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七声音阶吹

奏乐器―骨笛。表明八千多年前，生活于淮河流域的先民们已经能够演奏成熟优美的音乐。舞

阳文化与近邻六安古国相似之处不仅仅在于上古乐器的先进，贾湖人亦盛行巫术崇拜，在他们

的一些随葬品中，发现有骨笛、成组的内装小石子的龟甲等代表原始宗教的用具，遗存中还发

现龟甲上的一些契刻符号，这些符号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也可能是一些宗教语言符号。龟

灵崇拜是当时原始的宗教信仰，与中原的占卜文化一脉相承，当时自称为“宗主文化”的中原

文化对沿淮文化的影响由此可窥一斑。以上这些考古发现与史料互相佐证，淮夷的物产有神灵

之物大龟，《史记・龟策列传》：“庐江郡常岁时生龟，长尺二寸者二十枚输太卜官。”《诗

经・伴水》“憬彼淮夷，来献……元龟”，卜辞中也记有“南龟”之说，当指来自现淮河以南

地区的占卜用龟。据记载，六安古国就有献巨龟于朝的任务。 

另外，通过对夏商周这一时期的青铜乐器编钟的对比研究可知．淮河流域编钟的造型、规

制等方面与中原编钟的极为相近，钟体庄重、典雅、古朴而宏大，说明安徽淮河流域的乐器表

现出了极强的中原音乐文化因素，体现中原文化重视礼乐之器的传统：乐器的纹饰、风格则明

显具有荆楚音乐文化的风韵．纹饰由简单兽面纹演变为鸟纹、龙纹等，朝着多样化、抽象化发

展。浮雕、彩绘精美细致，符合楚地盛行巫风鬼神、舞乐繁荣发达的生活环境。文献记载．西

周末．安徽散布有淮夷诸邦小国如英、六等，他们先后沦为楚属，所以，其乐器纹饰与楚器相

近。相对于此，淮河流域偏南部的墉钟等乐器，除具有中原、荆楚之风外，在规模、纹饰、图

案、工艺等方面还与吴越音乐元素极为相近。钟体修长秀气，云雷纹饰，线条精细，小巧精致

，表现出对礼乐之器在自己风格基础上的较大变化，也是深受吴越文化影响的表现。 

由中原夏禹之妻，东夷涂山氏之女作歌《侯人兮猜》，成为中国最早的音乐韵文“南音”

，到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七音阶骨笛，及安徽蒙城尉迟寺上古乐器陶鼓的大量出现，可见

中原、东夷音乐在安徽淮河流域传播的的悠久历史，也印证了安徽淮河流域音乐文化在保持自

身先进性、丰富性时，对周边中原音乐、吴越音乐、荆楚音乐的吸纳融汇，促成了淮夷歌舞音

乐艺术的高度发达和完善，最终奠定了其成为当时王朝所青睐的乐舞的地位，是音乐文化基因

形成过程的有力证明。 

 

四、安徽淮河流域文化基因在传统音乐中的呈现 

我国传统音乐包含五大类：戏曲、民歌、说唱、歌舞、器乐等，流布于安徽淮河流域的传

统音乐种类丰富多彩。在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淮河流域依然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人口的

迁徙、各种文化的激荡，其音乐文化依然表现出开放包容的特质，不断地吸收、融合、内化新

的音乐文化元素而实现自我的丰富与发展；在保持自身“基因特色”的基础上兼容并蓄，不断

丰富自己的内涵，凸显出其特有的“淮上”属性。 

例如，滁县民歌《山头调》：“肚子饿了软瘫瘫，四两灯草难得担，隔山听了姐讲话，两

个石破一担担，上山好比龙摆尾，下山好比虎翻山。”歌词采用了广布于淮河中上游的六安、

豫南及湖北、四川等地的“五句头”形式（本首民歌的第五句为扩充式），运用了比兴的修辞



手法，语言质朴，抒情率真。歌词想象大胆奇幻，词风夸张，极富浪漫主义气息，既与荆楚文

化浪漫瑰丽之特点一脉相承，又承袭了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原音乐文化的现实主义手法，表

现出了青年男女间爱情的巨大力量。再如金寨民歌《二十岁小郎去摘茶》：“二十岁小郎去摘

茶，交待贤妻你在家，大路沿上少要坐，少梳油头少戴花，少跟那光棍交简差（金寨方言，搭

汕的意思）。”这首作品既是朴实保守的传统生活的一面镜子，也为考察齐鲁文化中以《论语

》、《荀子》、《孟子》为主要标志的儒家思想在家庭、男女、婚姻关系上的反映提供了独特

视野。像上述既有荆楚之风，又有中原之韵的音乐作品在安徽淮河流域比比皆是，《歌唱的可

是凡间的人》、《八段锦》等，特别是现代出现的大量红色革命歌曲，如《八月桂花遍地开》

、《送哥当红军》等，更是楚文化、中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开拓进取、爱国爱家、勇于斗争

精神的写照。 

安徽淮河流域的传统音乐，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开放包融的精神，除了在题材

内容上保持丰富着其传统特色之外，在音乐的旋律、形式、风格等音乐形态艺术手法上也坚持

了这一发展理念，使其“淮上”之内涵体征于地方戏曲、民歌等传统音乐文化形式之中。 


